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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府社交媒体的公共危机传播比较研究

———以天津爆炸、 波士顿爆炸等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为例

袁靖华　 郝文琦

摘　 要： 移动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危机事件传播具有突出的时效性与阶段性、 全球流通性与信息扩张

性， 其影响的广度、 深度、 强度均较以往有较大不同， 如何避免在事件危机后可能引爆的舆论危机乃至社

会信任危机， 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紧迫议题。 以天津爆炸、 波士顿爆炸等中外危机事件为案例， 比较中美政

府社交媒体的公共危机传播应用。 认为政府机构善用社交媒体的关键是： 以 “善治” 理念找到恰当处置危

机事件传播的具体可行路径， 推进政府社交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传播能力与信息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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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社会。 本世纪以来， 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危机事件已多次爆发： 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病

毒蔓延、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 ２０１３ 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２０１４ 年马航 ＭＨ３７０ 失联、 ２０１５ 年天津爆炸，
等等。 每一次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均对各国政府机构如何妥善处置危机， 恢复民众对政府社会治

理的信心， 带来严峻的挑战。
现代社会更是一个信息高速流通的媒介社会， 每一次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均将作为社会治理

主体的政府机构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各级政府在妥善有效地处置危机的同时， 还必须及时高效

地应对信息传播的挑战。 信息传播能力与媒介应用能力， 已经成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 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 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还具备了移动社交媒体所赋

予的新特点， 其影响的广度、 深度、 强度均较以往有很大不同， 往往引发新一轮的舆论爆炸。 在处置

危机事件时， 政府机构如何以 “善治” 理念善用社交媒体， 以避免在事件危机后进一步引爆舆论危机

乃至社会信任危机， 这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紧迫议题。

一、 文献综述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可同时应用于 ＰＣ 端与移动端的微博、 微信、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社交媒体迅

速崛起， 尤其在亚洲地区与太平洋地区， 各类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民网络应用的主要方式。 移动社交

媒体的兴盛与繁荣， 为政府与民众开展积极有效的信息互动提供了新的途径。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

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运用社交媒体的重要性。 人们期待政府机构能有效使用社交媒体， 以促进与民

众之间的沟通， 推进电子政务， 优化公共服务， 降低治理成本， 增进治理效率及政府透明度， 改善政

府管理方式等。 善用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实现政府 “善治” 的重要途径。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微博时代政民沟通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１２ＣＸＷ００３），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院 “中、 美政府社交媒体传播应用研究” （ＺＣＸＣ１５ＹＢ０１）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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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善治”
“善治” 这一概念最初源于西方的治理理论。 １９８９ 年， 世界银行在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报告中

首次使用了 “治理危机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一词。 随着时间推移， “治理” 一词逐渐被赋予新的内

涵， 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詹姆斯·Ｎ·罗西瑙 （ Ｊａｍｅｓ Ｎ·Ｒｏｓｅｎａｕ） 认为： “治理不同于统治， 治理活

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的， 即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规章机制： 尽管它们未被

赋予正式的权力， 但在其活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 ［１］ 可见， 罗西瑙将 “治理” 视为一套不

同于传统政府管理体系的新机制。 １９９５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发布

的研究报告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中， 将 “治理” 定义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

同事务的诸方法的综合。 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可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的

过程， 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正式的制度和政体， 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

制度安排。［２］

以 “治理” 理论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莱福特维奇 （Ａｄｒｉａｎ Ｌｅｆｔｗｉｃｈ） 提出要建立 “善治” 理论，
认为 “善治” 包含了如下内涵： 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

架； 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 一个独立的、 向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的公共审计机关； 所有层次

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 尊重人权； 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３］ “善治” 逐渐成为公共事务管理

的主流话语范式， 许多组织机构和学者对 “善治” 进行阐释。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由此确认了善治

的 ８ 个主要特征： 本质上参与、 方向上达成共识、 具有公信力、 透明、 积极回应、 有效用和效率、 公平

和包容、 法治。［４］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中国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政府的管理与善治问题， 较具代表

性的是俞可平所著 《治理与善治》 一书， 认为 “善治” 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其本

质特性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是

两者结合的最佳状态。［５］俞可平从善治基本要素理论出发， 进而分析介绍了西方政府管理的实践经验对

中国政府 “善治” 创新管理上的借鉴意义。 熊节春在 《善治的伦理分析》 一书中归结前人研究提出，
善治的基础是由公民组成的社会， 善治的基本主张是： 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 主张公共权力的社会

分享、 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 政府是善治中最重要、 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治理主体， 与公共利益相关者

相互合作， 对公共事务进行一种网络协同治理。［４］（２５１－２５３）

（二） 政府社交媒体应用

政府的社交媒体应用， 不能仅停留于手段技巧上， 而需从 “善治” 理念出发， 深刻认知政府社交

媒体应用与 “善治” 的关系。 在移动社交时代， 政府社交媒体应用是政府通过与多方公共利益相关者

相互合作、 即时互动， 对公共事务进行网络协同治理以实现 “善治” 的重要途径。
国外对政府社交媒体研究起步较早， 实践经验和实证研究均较多。 早在 ２００８ 年美国大选期间， 奥

巴马总统竞选团队将 Ｔｗｉｔｔｅｒ 作为草根竞选计划的中心， 凸显了社交媒体的政治推进作用。 在当选后他

们大力推行 “开放政府行动”，［６］美国各政府机构纷纷注册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初， 以联邦

政府机构名义开设的 Ｔｗｉｔｔｅｒ 账号已超过 ５００ 个。［７］２０１２ 年的研究表明， ８０％的美国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拥

有社交媒体账号。［８］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美众议员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拥有 ３７１ 个账号， 拥有率达 ８５􀆰 ３％； 美参议员

拥有 ９２ 个账号， 拥有率达 ９２％。［９］以上数据说明， 美国政府设立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为建立与选民的良

好公共关系， 更好处理社会危机事件提供了可能性。 在 ２０１１ 年数字政府国际会议上， 以 “新时期政府

创新挑战” 为主题， 与会者通过对 ６０００ 名议员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 探讨了政府议员使

用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显示， 自 ２００１ 年至今针对全球电

子政务发展状况共发布了 ８ 份调查报告， 绝大多数国家的门户网站提供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或 “ Ｔｗｉｔｔｅｒ” 链

接， 这些国家均开始了社交媒体的开发和利用。 在美国， 奥巴马政府打造了一个以白宫网为中心、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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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交网站为功能延伸的政府信息传播共享以及信息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在澳大

利亚， 政府网以公共咨询和社交网络两部分与市民进行互动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ｇｏｖ􀆰 ａｕ）。 在新加

坡， 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颁布了 《新加坡电子政务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 强调培养公民的决策意

识和参与度， 尝试采用新方法征集民意、 汇集民智。［１０］

在社交媒体应用与传播的效果研究方面， Ｂｏｎｓｏｎ 等人调查了 １５ 个欧盟成员国政府社交媒体应用情

况， 发现欧盟国家政府社交媒体工具的应用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没有充分呼应公民对政府信息沟通的

诉求， 政府机构也未因此在服务和绩效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提高等。［１１］ 第四届墨西哥政府门户研讨会上，
Ｐｉｃａｚｏ－Ｖｅｌａ 讨论了政务社交媒体的优势、 风险和策略， 认为政务社交媒体是长处与短处的辩证统一体，
政府运用社交媒体需要加强其与公众的沟通、 注重增进公共关系。［１２］随着社交媒体进入政务系统并逐渐

适应， 其所具备的信息高效交流优势开始在政府突发危机事件处理中得到应用， 主要集中于消防和警

察部门，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ｖｅｒｉｎ 和 Ｌｉｓｌ Ｚａｃｈ 调查研究了警察局所用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内容、 类型与传播效果

的关系。［１３］Ｈｕｇｈｅｓ 与 Ｄｅｎｉｓ 研究了消防与警察部门在 ２０１２ 年飓风 Ｓａｎｄｙ 危机期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 发

现很少有部门能够有效利用网络途径来应对危机。［１４］Ｐｒｏｃｔｅｒ、 Ｄｅｎｅｆ 与 Ｌａｔｏｎｅｒｏ 研究了警方如何利用社交

媒体传播危机信息， 并与公众沟通。［１５］Ｐａｑｕｅｔｔｅ 针对政府应用社交媒体应对危机的具体措施， 提出了一

个 “３—Ｔ” 框架， 认为政府使用社交媒体是要进行信息的传递、 翻译与改变。［１６］ 综上， 国外主要以 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为政府传播的主要社交媒体， 研究侧重于具体传播的平台搭建、 策略比较、 传播效果、
处理策略等， 但尚未深入到社会管理的 “善治” 层面进行充分探讨。

国内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国内政务微博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 被称作 “政务

微博元年”。 陈力丹和曹文星主要分析了微博问政的可能效果。［１７］ 陈先红、 陈欧阳从组织—公众对话式

关系上阐述了政务微博中的对话传播理念。［１８］ 程曼丽认为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会促使政府传播方式的改

变， 政府传播观念的创新等。［１９］罗大蒙与邓雪红则从微博问政的局限和改善路径上进行了探讨。［２０］ 以上

研究从不同学理层面探讨政府社交媒体传播的创新机制、 传播方式、 与公众的关系转变等。 而在具体

实证案例研究方面， 吴飞主编的 《传媒影响力》 一书中就 “２００３ 年非典事件”， 论述了媒体应发挥舆

论引导、 消除民众恐慌的责任； 蒋颖以 “５·１２ 汶川地震” 为例提出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建

议；［２１］王秋菊、 师静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动车追尾事件分析社交媒体微博的舆论波成因；［２２］ 同样是此事

件， 刘成璐、 尹章池提出了微博舆论负效应的防范机制；［２３］ 以 ２０１１ 年的 “抢盐风波” 事件为例， 郭萍

分析了微博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影响力；［２４］ 陈云云就 “上海踩踏事件” 阐述了突发危机事件下不同舆论

场的舆论引导策略。［２５］

现有研究从一般论述讨论进而到开展具体实证调查研究， 主要是对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的舆论引

导进行了探讨， 但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府社交媒体与民众的公共关系演变， 尤其需要

从善治理念出发， 研究政府社交媒体应用与 “善治” 的关系， 深入讨论社交媒体时代政府的社会治理

改进问题。 美国学者泰自学 （Ｔａｉ Ｚｉｘｕｅ） 提出： 从互联网产生之时起， 它就被视为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和

培育全新社会关系的一种革命性动力。［２６］伴随着互联网应运而生的社交媒体正在成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

过程中的重要管理途径。 在处置危机事件时， 政府机构如何以 “善治” 理念， 善用社交媒体处理公共

关系， 以避免在事件危机后进一步引爆舆论危机乃至社会信任危机， 这是亟待研究的紧迫议题。
以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微博、 微信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用户自主创造和交

换信息的即时在线传播平台， 英国首相府媒体战略总管马克·弗拉纳根 （Ｍａｒｋ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认为社交媒体

的第一个特点是 “Ａｍｐｌｉｆｙ”， 即 “放大”； 第二个特点是 “Ｅｎｇａｇｅ”， 即 “参与其中”， 双方互动建立起

相互参与的关系； 第三个特点是 “Ｍｏｎｉｔｏｒ” ， 即 “监控”。［２７］ 基于这三大特点，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发布

者同时也是信息消费者， 他们都是 “自媒体”。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 社交媒体的 “放大”、 “参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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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监控” 这三个特点， 使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广度、 深度、 强度上都较以往

有很大不同。 微博传播的兴盛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增长产生了 “叠加效应”，［２８］ 在 “青海玉树地震” 事件

中， 以新浪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 在地震发生 １ 小时内有关话题信息超过一万条， 救援队伍的进展、 专

家的现场分析、 所需的物资和当地接受捐赠联系人的电话等信息源源不断；［２９］ “日本大地震” 事件，

“众多微博用户围绕如何妥善报道此次突发公共事件， 在微博上开展了深入的讨论。 这样的讨论， 可以

推动相关政策的完善， 并有助于为民众以后面对类似事件积累经验”。［３０］

综上推论， 社交媒体的 “放大”、 “参与”、 “监控” 等功能客观上为助推政府在社会管理上实现

“善治” 提供了条件。 一方面，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基础设施， 其天然的去科层化结

构， 冲击了科层制下的传统管理模式， 令传统的、 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模式不再奏效， 为社会从 “管

理” 走向基于公共参与的 “治理” 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另一方面， 社交媒体的自媒体特性已成为每

一个个体的公共参与途径， 重大公共事件往往也是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舆情焦点和关注中心， 任何单方

行动或独断专行、 自说自话式的传统管理方式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这就构成了社会治理走向 “善治”
的社会心理基础。 社交媒体以参与、 共享、 共治为传播特征， 这也是社会治理走向 “善治” 的基本特

征。 社会治理是否 “善治”， 已成为社交媒体时代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
本研究拟结合具体案例开展实证调查， 以中美政府机构社交媒体应用为比较研究对象， 从 “善治”

视角， 具体探讨政府社交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如何与公众进行及时高效沟通， 探索政府通过社

交媒体增进 “善治”、 化解危机、 改善公共关系、 合作开展公共事务协同治理的可行途径， 从而为实现

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 治理举措的切实转变， 实现政府与民众的双赢， 提供参考意见。

二、 研究过程

（一） 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具备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的功能。 但在新媒体环境中， 突发事件的传播也往往会呈现出

非理智、 情绪化、 舆论极化的弊端， 使得社交媒体传播的 “广场” 效应持续放大， 造成不可逆的负面

影响。 因此，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出现后， 政府如何及时高效地通过社交媒体与民众积极良性互动，
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危机事件中化解公共关系危机的重要路径。 本文以 “波士顿马拉松

爆炸”、 “天津塘沽爆炸” 为研究对象， 综合运用案例比较研究、 网络田野调查、 数据挖掘、 内容分析

等研究方法， 梳理两次危机事件中政府社交媒体的信息处置过程， 比较中美政府社交媒体的公共危机

传播应用， 从而探讨政府机构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增进 “善治”、 化解公共关系危机的可行路径。
（二） 案例分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３ ︰ ３０ 左右， 在天津塘沽开发区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集装箱码头内发生了

一起严重的危险品爆炸事件。 截至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点， 遇难人数上升至 １６５ 人。 此次突发事件引发了

舆论的持续高度关注， 网民参与度迅速上升。 在爆炸事件救援进程中， 公众舆论焦点不断变化， 从

“世界上最帅的逆行” 到 “彻查追责爆炸负责人”， 到 “要求信息公开”， 舆情热度持续高涨。 据艾利

艾智库数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１７ 时， 关于事件相关文章及转载达 ４８􀆰 ６ 万篇， 微博主帖共

２９２ 万条， 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达 ３ 万篇。①

５２

① 数据源自于微信公众号： 一天一堂舆情课。 内容是艾利艾智库的数据统计分析。 艾利艾智库为中国传媒大学新机制、 新

模式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型研究机构， 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以网络舆情管理及社会化媒体传播的第三方权威研究咨询机

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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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外社交媒体有关 “天津爆炸” 的信息传播情况

通过新浪微博的 “微指数” 监测系统， 我们以 “天津爆炸” 为关键词搜索， 以 ＰＣ＆ 移动信息发布

趋势为目标， 以事件爆发当天至两周后 （８ 月 １２—２６ 日） 为时间节点分析信息发布情况。 如下图 １ 所

示： 在 “天津爆炸” ＰＣ＆ 移动传播分布中，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８ 月 １３ 日微博信息量达到了最高值，
ＰＣ 端微博量为 ２１４６２８ 条， 移动端微博量为 １３４１８４０ 条。 整体趋势线上， 该突发事件热议度持续约一周

时间， 在事件发生后的最近日期内达到峰值， 三天之后热议度迅速降低， 在事件第三天后， 新浪的微

博实时热搜榜上有关天津爆炸的话题从第一位降到了第八位， 两周后热议度消失。 这说明， 突发事件

的信息传播也同样具有突发性、 不可持续性， 信息短时间内迅速爆发， 产生巨大的传播能量。 尤其在

移动端， 信息热议指数是 ＰＣ 端的 ３ 倍多， 占据了整体网络热议指数 ７７％的比值， 这说明移动社交媒体

已经成为突发事件信息的主要舆论场。

图 １　 “天津爆炸” ＰＣ＆ 移动两周内微博量 （单位： 千条） 发展趋势

在国外社交媒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 天津爆炸事件也受到极大关注。 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 ８ 月 １３ 日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的＃ｔｉａｎｊｉｎ＃登上热门话题榜， 并以 ２７ 万 ４ 千的话题量排名第一。 我们以＃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作为话题搜

索， 统计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２６ 日共两周的相关 Ｔｗｉｔｔｅｒ 量， 如图 ２ 所示： １３ 日最高， 此后呈逐日递减

趋势。 从事件爆发第三天 ８ 月 １５ 日开始， 相关＃ｔｉａｎｊｉｎ＃话题已不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热门话题榜中。

图 ２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ｔｗｉｔｔｅｒ 微博量 （单位： 千条） 分布

从中外社交媒体相关信息传播情况看， 如下两个特点较显著：

（１） 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社交媒体传播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阶段性。 对天津爆炸事件， 中外社

交媒体均在事件发生后一天内话题量达到峰值， 呈现出高热议度、 高热搜度的双高特点； 三天后关于

“天津爆炸” 事件的热议度、 热搜度均显著降低。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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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借助社交媒体， 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具有突出的全球流通性与信息扩张性。 从中外社

交媒体内容比较发现， 突发性的危机事件可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用户的移动社交媒

体端。 国外社交媒体与国内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信息互通迅捷，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相关信息大

多源于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与微信内容， 而这次事件中不断爆出一些非真实信息在国内外社交媒体端广

泛传播， 如 “美国 ＣＮＮ 记者在报道中遭遇官方人员阻拦”、 “天津爆炸导致一小区全灭” 等， 引发新一

轮 “谣言爆炸”。

前述特点进一步说明， 政府机构在处置危机事件时， 面对的不仅是危机事件本身的处置， 还包含着

面向全球的即时信息传播与应对处置。 一旦政府传播应对稍不及时、 权威真实信息滞后， 就会旋即发

生舆情次生灾害。 因此，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 政府机构更需要充分认知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 熟练运

用社交媒体建立多方关系网络， 借助多方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实现危机事件的传播应对。

２􀆰 政府机构微博与公众微博有关 “天津爆炸” 的信息传播情况及相互关系

首先比较天津市相关政府机构官方微博与新浪微博公众信息传播情况， 分析官民之间的舆情差异

与信息关联情况； 其次比较新京报官方微博与政府机构官方微博信息传播情况， 分析市场化媒体与政

府机构官方微博的舆情差异及信息关联情况。

选取天津市相关政府官微平安天津 （天津市公安局官微）、 天津发布 （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微）、 滨海发布 （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官微） 统计事件发生两周内的相关微博数量， 制成折线图， 如

图 ３ 所示：

图 ３　 天津相关政府官方微博 “天津爆炸” 微博量 （单位： 条）

从图 ３ 可看出，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及其最近三天内， 天津市官方微博均未担当起信息来源的主要发

布者， 有关信息发布量很少。 相对前述图 １、 ２ 所示事件爆发后的一天是舆情峰值， 事件爆发后的三天

内是高热议度、 高热搜度的双高期， 而在这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上， 天津市官方微博的主动发声均相当

微弱， 无论在时效性还是在信息量上都远不足以占据舆情主导地位， 在事件爆发的最初一周内， 天津

相关官方微博均自居社交媒体舆情引导的边缘地位。
与政府机构微博的传播缺位相比， 突发危机事件中， 普通公众中的事件亲历者往往成为主要信息

源。 几乎在爆炸发生同时， 博主＠ 小寶最爱旻旻通过文字配视频的形式首发了关于天津爆炸的微博，

而天津市政府官微在爆炸当天均没有报道， 在时效上远低于事件亲历者。 在微博微信上转载量大、 掀

起话题性讨论的主要是公众和部分中小 Ｖ， 他们纷纷就爆炸进程、 救援、 是否存在有毒气体灾害、 城市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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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等展开热烈讨论， 主导了舆情热门议题， 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 另一方面， 在政府权威信息缺失

的情况下， 以新京报等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成为了此次事件信息报道的主要力量。 新京报不仅在报端

连续 ７ 日报道事件进程， 持续以 “天津爆炸” 为报刊头版头条， 发布第一手最新消息， 而且新京报微

博端也在第一时间不断发布最新讯息， 在时效性与内容上填补了政府官微官博权威信息缺席的不足。

由于天津市官方微博并没有建立与这些媒体的信息联动关系， 市场化媒体出色的危机信息传播也不能

消减政府社交媒体信息缺席的负面影响。

从 “善治” 理念出发， 政府应与公众通过相互合作分享社会治理权力， 协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

社交媒体主要可通过转发、 关注、 话题、 ＠ 等多种途径帮助建立用户关系网络， 通过在信息传播层面

实现信息协作关系从而建立起协同参与的 “善治” 模式。 在此次事件中， 天津相关官方微博未与辖区

内事件亲历者、 普通公众及积极发声的中小 Ｖ、 市场化媒体等微博用户建立信息关联或转发关系， 因此

不可能通过微博用户关系网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公共关系， 也难以借助普通民众的第一时间信息或市场

化媒体的全面深度报道来弥补自身信息传播的缺陷。 从微博内容来看， 政府官方微博着重于对政府官

员讲话内容的报道， 虽链接了新闻发布会， 主要对应天津爆炸事件第十次新闻发布会内容， 在爆炸事

件发生一周后 （８ 月 １９ 日） 达到其微博信息发布最大值。 但与民众的信息互动寥寥。 由于信息公开不

及时， 信息互动匮乏， 在事件爆发的关键时间节点传播缺位、 信息缺失， 未能就公众最关切的问题予

以及时答复， 使政府部门失去了信息权威者的地位。

３􀆰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事件中的政府社交媒体传播

同样是政府社交媒体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事件①， 作为一个具有

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公共危机事件， 当时美国地方政府社交媒体对该突发危机事件的传播应对是一个值

得借鉴的成功范例。

早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美国政府就关注到社交媒体技术， 要求制定新的传播政策， 根据公众参与治理

的理念， 来规范建立危机应对机构。［３１］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科学技术指挥部 （ＤＨＳ Ｓ＆Ｔ） 成立了虚拟社交

媒体工作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简称 ＶＳＭＷＧ）， 作为政府社交媒体危机应对的主要机

构， 并制定了相应的社交媒体战略， 总结政府机构合理使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成功案例， 通过联邦政

府各级机构架构一系列社交媒体处理危机事件的指导体系， 帮助地方政府通过学习优秀案例并实践于

当地日常的突发性危机事件中。［３２］其中， 波士顿警察局于 ２００９ 年开通了 Ｔｗｉｔｔｅｒ 账号 “＠ ｂｏｓｔｏｎｐｏｌｉｃｅ”，

由媒体关系办公室指派专人管理， 负责审核和发布每条 Ｔｗｉｔｔｅｒ。 当地警局的警察也开通了个人账户， 实

时发送突发事件情况； 警局还特设信息官， 负责信息的及时更新， 推送定制信息。

２０１１ 年底， 波士顿警察局开发了 “Ｂｅａｔ” 项目， 运用 Ｔｗｉｔｔｅｒ 话题功能， 允许授权用户在发布时加

上 “＃Ｔｗｅｅｔ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Ｂｅａｔ” 标签， 将信息从他们的个人账号直接公布在警局官方账号上，［３３］ 建立起了基

于官方社交媒体的民众互动途径。 通过 “Ｂｅａｔ” 项目， 波士顿警察局可以藉由公众参与及时获得辖区内

的最新资讯， 从而与当地公众实时互动， 给所管辖社区居民传送治安信息、 犯罪通知、 天气预报、 实

时路况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信息。 这是基于社交媒体实现公众参与式治理、 合作开展公共事务协同治

理的良好范例。 有了这些充分准备，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 事件发生后， 上述社交媒体传播机制迅速发

挥作用， 根据危机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特点， 采取了有针对性的传播应对措施：

与 “天津爆炸事件” 不同， 此次事件最早发布来源为现场的警局人员， 并在一小时之内， 官方

８２

① 北美东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４ ︰ ５０ 左右， 在波士顿科普里广场马拉松比赛重点位置突然发生了爆炸， 造成 ４ 人死

亡， １８３ 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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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ｉｔｔｅｒ 发布了 “波士顿警察局确认马拉松终点线发生爆炸并伴有伤亡” 的消息， 这条推文转发 ４３６

条，［３１］（４３）这在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 初步满足了危机事件爆发后观众对信息时效性与权威性的急切

需求。

第二阶段， 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谣言危机爆发， 波士顿警察局指定公共信息部主管、 律师、 前电视

记者 Ｃｈｅｒｙｌ Ｆｉａｎｄａｃ 对事件信息发布进行全方位真实性审核， 并及时纠正来自网络上的各种误导性信息，

及时辟谣， 积极主动地回应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质疑， 波士顿警察局长还发布慰问信以消除公众恐惧。

第三阶段，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 警察局利用监控， 尤其是现场公众提供的大量视频、 照片， 找出了

目标嫌疑人， 媒体关系办公室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公布了疑犯信息与照片， 转发量高达 ５４１３ 次。［３１］（４３） 在疑犯全

部落网后， 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抓获信息。 这一阶段， 警局的官方 Ｔｗｉｔｔｅｒ 充分发挥了社交媒体的 “放

大”、 “参与” 与 “监控” 的特点， 用现场公众通过 Ｔｗｉｔｔｅｒ 发来的各类信息为执法部门抓获嫌犯提供

便利。

第四阶段， 对该事件处置过程进行全面分析、 总结。 警察局长 Ｅｄ Ｄａｖｉｓ 撰文发表了多篇关于通过社

交媒体应对爆炸案的研究论文， 将事件信息处置过程分为： 快速发布、 澄清谣言、 疑犯落网、 分析总

结等四个阶段。

通过该事件， 波士顿警察局声誉日增， 其官方 Ｔｗｉｔｔｅｒ 粉丝量也从原有的 ５４０００ 上升到 ４９００ 万。 远

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立大学一群年轻人在 ４ 月 ２１ 日出版的校报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Ｂｏｒｏｍｅｔｅｒ 上回顾道： “我

们当时在不断地看手机， 而不是盯着 ＣＮＮ 或是登录 《波士顿环球报》 和 《波士顿先驱报》 的官网， 而

且也绝对不会等待第二天报纸上的美联社报道。 我们都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上， 这个夜晚会因为旧媒体的死亡而

被铭记。” ［３４］波士顿警察局充分发挥了社交媒体良好的危机信息处理优势， 不仅以成功的实践为政府社

交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了范例， 而且还深入研究撰写论文， 为政府社交媒体传播理论的建立添砖加瓦，

这对我国政府社交媒体的危机传播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 善治理念下， 善用政府社交媒体处理

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路径与策略

　 　 善用社交媒体， 是政府提升突发危机事件信息处理能力的关键， 其可行出路在于： 以 “善治” 理

念推进政府社交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能力与信息应急处置能力。 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危机事

件传播具有突出的时效性与阶段性、 全球流通性与信息扩张性。 面对公共危机事件， 政府机构更需要

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 善用社交媒体建立公共关系网， 与辖区内民众、 普通公众及积极发声

的加 Ｖ 用户、 各类媒体等社交用户建立密切的信息关联关系， 借助多方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应对危机

事件的传播。

（一） 政府机构应建立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用户的广泛信息交往关系， 将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主要

的公共关系平台和舆论发声阵地

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 尤其是在第一阶段的事件爆发期， 信息时效性与权

威性是公众最急切的需求， 而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往往来源于跟事件现场最具接近性的微博微信用户，

“双微” 传播在时效性上显然大大超过了科层制结构下的传统媒体与官方信源。 “天津爆炸事件” 的第

一条信息就来自新浪微博账号＠ 小寶最爱旻旻于爆炸发生的同时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晚 ２３ 点 ２６ 分） 所

上传的视频， 配文称 “重大火灾， 爆炸声跟打雷一样！” 之后， 关于现场爆炸状况、 窗户破裂、 受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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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等消息通过不同来源的双微用户， 在微博与微信朋友圈铺天盖地而来。 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事

件的最早报道是 １３ 日凌晨开始介入的， 新华社、 央视等在信息速度及现场报道上都输给了微博和微信。

在此次天津爆炸事件中， 微博微信以其信息多样度、 传播速度、 信源广度成为了各大媒体抢占一手新

闻线索、 公众获取首发讯息的主要阵地， 成为危机事件中的主导舆论场。 而且微博微信根据各自特点

各有分工， 在内容上实现功能互补。 微博的 “广场” 效应往往是第一现场信息渠道， 有利于在第一时

间快速传播扩散公众观点、 官方信息， 具时效性优势； 微信则因其 “圈层” 效应更注重将微博的碎片

化信息整合加工、 深度讨论分析， 由用户依兴趣分享到朋友圈， 具深度化优势。 微博的时效性与微信

的深度化使 “双微” 传播差异实现信息与功能的互补， 能在广度、 强度与深度上较以往媒体更显著地

影响社会舆论。

社交媒体主要通过转发、 关注、 话题、 朋友圈、 ＠ 等多种途径帮助建立用户关系网络， 从 “善治”

理念出发， 政府社交媒体能不能建立广泛多样的用户关系网， 是政府与公众建立协同合作的公共关系

的媒介基础。 政府机构应通过微博微信等与社交媒体用户建立广泛的信息交往关系， 充分利用微博微

信的信息多样度、 传播速度、 信源广度、 引导力度、 影响深度、 关系黏度等优势， 弥补自身信息传播

的不足与缺陷， 将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主要的公共关系平台和舆论发声阵地。 通过在信息传播层面实现

信息协作关系， 从而有助于推进政府与公众协同参与公共事务的 “善治” 模式。

（二） 政府社交媒体应建立完善与公众积极互动的途径， 方便公众参与危机事件中公共事务的协同

治理

危机事件的信息传播是一个高度复杂、 需多方面协同的过程。 在政府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中， 媒体

尤其是社交媒体作为公共资源始终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和实现参与式协同治理的主要途径。 公开性是公

信力的来源， 因此也是政府部门处理突发危机事件的基本保障， 然而在突发危机事件中， 政府也不是

全知全能的， 兼之相关机制不完善， 目前在信息公开方面还存在很多主客观阻碍因素。 ２００３ 年的 ＳＡＲＳ

事件和此次的天津爆炸事件都足以证明信息闭塞必然谣言四起； 有违信息的公开性， 公共安全危机往

往演变成社会危机和舆论危机。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不善于利用新媒体来配合危机管理工作， 不向

公众及时传递信息， 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３５］且易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使政府治理能力受到严

重质疑， 与民众的关系也陷入困局。 美国学者费姆·邦茨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Ｆｅａｍ Ｂａｎｋｓ） 认为， 一个有效的传

播不仅能减轻危机， 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 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

织的可信度、 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３６］ 在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 中， 谣言危

机之所以得以及时浇灭、 爆炸之所以能快速破案， 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波士顿警局的工作能力超常， 也

不在于他们破案水平多高， 而是该警局善于通过社交媒体的用户关系网络建立起一个多信源汇集的信

息交互平台， 在日常 Ｔｗｉｔｔｅｒ 应用中建立完善了广泛的公众参与渠道及相应机制： 一是充分运用社交媒

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的话题功能， 建立起与民众实时互动、 方便民众参与辖区治理的有效途径； 二是特设信息官，

积极主动及时地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 建立了信息互动的长效机制； 三是指定有经验的主管、 律师与

前媒体人负责全方位审核所发信息的真实性， 建立了信息发布应急管理机制。

上述措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帮助建立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 “双向互动对话机制”， 直接以政

府社交媒体作为与民众交流沟通的途径， 避免传播失真与信息噪音， 消减谣言， 而且保证了公民的知

情权， 与政府对话的平等权， 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 改善公共关系及政府形象。 在危机事件爆

发后， 尽管民众充满各种质疑， 但也正是此时他们更期待权威机构及时发布全面、 真实的信息。 政府

机构作为社会治理最重要、 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治理主体， 其权威性、 可信度更被寄予厚望， 往往更具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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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掌握舆论主动权与信息权威度的先天优势。 因此， 更要积极运用社交媒体的多信源交互功能， 善加

利用社交媒体来管理危机事件议程， 引导社会舆论的良性发展。

概言之， 危机事件的传播具有突出的时效性与阶段性特征， 如前所述， 我们将危机事件处置分为四

个阶段， 针对不同阶段需完备相应的传播措施。 在突发危机爆发时， 往往会有大量谣言迅速浮现， 处

置不当， 谣言传播失控容易演变成舆论危机， 网民情绪极易受到影响， 因此， 在事件爆发的第一、 第

二阶段， 尤其要注意谣言应对处置， 完善网络谣言监管与舆论引导机制。 “天津爆炸事件” 中， “７００

顿氰化钠泄露毒死全中国人”、 “爆炸企业负责人背景深厚， 是副市长之子”、 “城管抢志愿者的东西”

等各类谣言频发， 而相关政府社交媒体却不能提供权威信息来浇灭谣言， 导致舆论一度失控。 而在

“波士顿爆炸事件” 中， 谣言同样随着危机事件的爆发而爆发， 但波士顿警局通过对信息真实性的全面

审核机制、 应对媒体报道与公众质疑的积极回应机制、 方便民众实时参与协同治理的有效途径等多种

手段， 迅速解除了谣言危机， 占据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因此， 对危机事件的传播应对， 需从如下四

方面有阶段性地进行布置： 一是平时注意完善公众参与渠道， 建立与公众的互动关系网络， 发展并强

化政府社交媒体与用户的公共关系黏性； 二是在危机爆发时， 着力建立完善的网络谣言监管与应对机

制， 对谣言源头依法进行处理； 三是加强危机事件爆发后网络信息发布的审核制度， 通过及时、 高效

的权威信息发布， 确立政府威信； 四是要完善实时便捷的公众参与渠道， 建立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机

制， 真正有效地占据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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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 Ｊ］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２， ２９ （４）： ５０４－５１１􀆰

［１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ｖｅｒｉｎ， Ｌｉｓｌ Ｚａｃｈ􀆰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２）： ６－１７􀆰

［１４］ Ｈｕｇｈｅｓ Ａ Ｌ， Ｓｔ􀆰 Ｄｅｎｉｓ Ｌ Ａ Ａ， Ｐａｌｅｎ Ｌ， ｅｔ 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ｅ ＆ ｆｉ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 Ｓａｎｄｙ

［Ｃ］ 􀆰 ／ ／ ＡＣ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ＣＭ， ２０１４： １５０５－１５１４􀆰

［１５］ 谢起慧 􀆰 危机中的地方政务微博： 媒体属性、 社交属性与传播效果———中美比较的视角 ［ Ｄ］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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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１８􀆰

［１６］ Ｐａｑｕｅｔｔｅ 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Ｈａｉｔ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Ｊ］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 １ （３１） ： ６－１３􀆰

［１７］ 陈力丹， 曹文星 􀆰 微博问政的优势及其有效开展的途径 ［ Ｊ］ 􀆰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１ （１２）： １５－１７􀆰

［１８］ 陈先红， 陈欧阳 􀆰 政务微博中的对话传播研究———以中国 １０ 个政务机构微博为例 ［ Ｊ］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１２）： ９５４－９５８􀆰

［１９］ 程曼丽 􀆰 新媒体对政府传播的挑战 ［ Ｊ］ 􀆰 对外大传播， ２００７ （１２）： ３８－４１􀆰

［２０］ 罗大蒙， 邓雪红 􀆰 微博问政： 类型、 局限及其改善路径探讨 ［ Ｊ］ 􀆰 攀登， ２０１５ （４）： ８０－８５􀆰

［２１］ 蒋颖 􀆰 试论媒体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以 ５􀆰 １２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例 ［ Ｊ］ 􀆰 新闻界， ２００９ （４）： ６－８􀆰

［２２］ 王秋菊， 师静 􀆰 从 “７􀆰 ２３ 动车追尾” 看微博舆论波的成因 ［ Ｊ］ 􀆰 新闻界， ２０１１ （９）： ６７－６９􀆰

［２３］ 刘成璐， 尹章池 􀆰 微博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负面影响与对策研究———以 “７􀆰 ２３” 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为例 ［ Ｊ］ 􀆰 现代商贸公

共， ２０１１ （１２）： ２７４－２７６􀆰

［２４］ 郭萍 􀆰 从 “抢盐风波” 看微博在舆论监督上的作为 ［ Ｊ］ 􀆰 新闻传播， ２０１１ （５） 􀆰

［２５］ 陈云云 􀆰 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引导———以上海踩踏事件为例 ［ Ｊ］ 􀆰 东南传播， ２０１５ （７）： １４０－１４１􀆰

［２６］ Ｔａｉ Ｚｉｘｕ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６： ２０５􀆰

［２７］ 杨静美 􀆰 积极应对社交媒体　 加快转变政府角色 ［ Ｊ］ 􀆰 求知， ２０１４ （４）： ５０􀆰

［２８］ 夏德元， 张燕 􀆰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传播问题 ［ Ｊ］ 􀆰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１２）： ５０􀆰

［２９］ 孤云 􀆰 微博将影响着新媒体发展： 微博亲历玉树大地震 ［ Ｊ］ 􀆰 晶报， ２０１０ （４）： １８􀆰

［３０］ 夏德元 􀆰 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传播的若干规律 ［ Ｊ］ 􀆰 新闻记者， ２０１４ （５）： ２８􀆰

［３１］ 谢起慧 􀆰 美国政府危机应对中的社交媒体使用分析 ［ Ｊ］ 􀆰 中国应急管理， ２０１５ （３）： ４０􀆰

［ ３２］ ＤＨ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ｇｍｔ􀆰 ｃｏｍ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ｂｌｏｇｓ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ｚｏｎｅ ／

ｄｈ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０３２３１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０９－１９􀆰

［３３］ Ｅｄｗａｒｄ Ｆ􀆰 Ｄａｖｉｓ ＩＩＩ，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Ａ􀆰 Ａ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Ａｌａｎ Ｓｋｌａｎｓｋ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ｓｔｏｎ ［ Ｊ］ ．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４： １－２０􀆰

［３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ｆｆ， “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 ｏ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Ｗｅ’ ｒｅ ａ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ｎｏｗ”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ｃｏｍ ／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ｏｆ－ ｏ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ｗｅ－ｒｅ－ａｌ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ｎｏｗ－１􀆰 ３０３２５８７＃􀆰 ＵＸ－ ２ｑｗｒＷＧ０５ｐ􀆰

［３５］ 王国华， 武国江 􀆰 新闻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 Ｊ］ 􀆰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４ （３） 􀆰

［３６］ Ｃｏｏｍｂｓ， Ｗ Ｔ􀆰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５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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